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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０ 年的省级样本数据， 综合利用随

机前沿分析法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ｕｔ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以下简称 ＳＦＡ） 和数据包络分

析法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以下简称 ＤＥＡ） 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

定的最主要来源， 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以下简称 ＴＥＰ） 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

渐减低， ２００２ 年以后持续呈现负值；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最初的

资本、 劳动和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三驾马车式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

的资本投入与 ＴＦＰ 反向角力的态势。 中国要想在未来成功跨越 “中等收

入陷阱”， 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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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 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成功

跨越了贫困陷阱， 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创造了

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 。① 这一令人瞩目的事实激起了经济学理论上

∗
①

武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２０１０ 年， 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有个分组标准： 按人均 ＧＮＩ （ 国民总收入）
计算， １００５ 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 １００６ ～ ３９７５ 美元是中等偏下水平， ３９７６ ～
１２２７５ 美元是中等偏上水平， １２２７６ 美元以上为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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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争论。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投入要素具有边际产出递减

的倾向， 在具有资源约束的现实情境下， 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不

可能依靠要素投入的拉动， 而只能通过 ＴＦＰ 的不断进步来实现。 如果

“中国奇迹” 的答案中不包含足够的 ＴＦＰ 内容， 那么主流的经济增长

理论无疑将遇到一场现实危机。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理论是可以解释

现实的， 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若不包含显著的 ＴＦＰ 进步， 则不远的将

来势必会面临愈加严重的发展减速和增长乏力问题， 进而陷入 “中等

收入陷阱” 之中。
弗里德曼说： “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歧并不在于理论而是在于经验。”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 首先， 研究者们均

遵从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 大家并不想否定边际递减规律， 即使

对理论的修正也往往是通过对 ＴＦＰ 黑箱的进一步挖掘来实现； 其次， 提

出的理论观点和修正也均借以经验性的增长核算来予以佐证。 大体来

看，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探究与解释分成了两方观点： 一方认

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 中国奇迹更多的是表面现象，
其隐含着很多内在的问题， 未来的增长并不乐观， 这类观点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４） 最为著名， 近来的研究者如 Ｗｕ （２００６）、 江春 （２０１０） 等人也均表

示了这方面的担忧； 另一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包含着显著的技术进步，
其中有的研究者还认为在长期中还将具有持续的动力， 如陈宗胜等人

（２００４） 以及黎德福等人 （２００６） 认为二元结构转换是中国效率驱动式经济

增长的重要内在动力， 在未来较长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 这一动力还将持

续发挥作用。 无论上述研究的结论如何， 其证据均是来源于经验事实的支

撑， 而由于核算方法、 数据上的差异，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研究

结论差异甚大。 为此， 我们的研究将从方法调整入手， 以期尽量得出准确

的结果和客观的结论。 下面， 我们将首先介绍方法的选择和数据的处理与

来源。

二　 方法和数据

（一） 核算方法的设计

增长核算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种： 一是利用统计资料直接估测生产

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参数， 进而求出产出与投入间的 ＴＦＰ 余值； 二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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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有截面的样本集， 通过回归等统计方法来估算生产函数的参数或者

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来求得 ＴＦＰ。 前一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来自参数设置的

可靠性， 通过探讨间接的统计资料所得出的弹性值在很大程度上其准确

性是难以直接验证的。 对此， 理论上的一个可行方法是通过资本、 劳动

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来验证， 但是排除相关统计资料可得性的限制。①

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育过程中， 基于真空世界的一般均衡结论

很难套用于中国， 尤其是不能运用于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仍占据重要

地位的时期。 后一种方法一般是基于分省数据展开， 具体就测算方法来

看， 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索洛增长核算法。 但是， 这种方法自问世以来

便饱受诟病②， 尤其是其假定所有生产者在技术上都是充分有效的这一

点， 明显不符合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 为此， Ｆａｒｒｅｌｌ （ １９５７） 提出了生

产前沿面的概念， 并指出现实中往往只有部分生产者能处于生产前沿面

上， 其余大部分的生产者的效率往往与前沿面所示的最优生产效率存在

一定的差距。 其具体的测定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非参数方法，
也称为数学规划方法， 在目前的应用中以 ＤＥＡ 最具代表性； 另一类是

参数方法， 也称为统计方法， 目前以 ＳＦＡ 的应用最为流行。 关于上述两

种方法的优缺点已有相当多的探讨， 本文这里不再进行系统性的介绍，
只针对本文的研究加以讨论。

我们认为将 ＤＥＡ 和 ＳＦＡ 相结合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首先， 各地区在经

济结构、 禀赋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异质性， ＤＥＡ 以实际数据直接计算会将这

些地区性的特征加诸全国生产前沿形式之上， 将会使得计算过程中的生产

形式无法反映全国整体性特征。 如上海、 北京等省份以城市经济为主， 且

直接计算时往往处于前沿面之上， 那么以此城市特征的前沿计算， 将会有

很多其所对应的径向范围内的普通省份被低估效率。 而 ＳＦＡ 可以通过剔除

随机产出来解决省份间的异质性， 进而可将投入数据加工成与全国生产结

构更为贴近的样本集合。 其次， ＳＦＡ 需要建立生产函数模型来测度效率， 而

模型的形式是受到实践限制的， 虽然有的研究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克

服这一点， 但是效果依然不会理想。 估计结果的系数显著性难以保证， 且

具体计算各样本点的效率时很可能会出现异常值。 更为重要的是， 超越对

数形式是严格均衡状态下生产函数的泰勒级数展开式， 但中国的要素价格

与均衡状态水平是长期显著背离的。 ＤＥＡ 灵活的前沿面构造可以克服这一

①
②

生产税净额难以分清多少是来自资本、 多少是来自劳动。
关于此方面的具体介绍可参见易纲、 樊纲和李岩 （ ２００３）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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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尤其是当前沿样本较多、 较分散进而前沿面较平滑时。 有鉴于此，
我们将首先利用 ＳＦＡ 来逐年剔除分省样本的随机影响， 然后基于加工后的

数据， 利用 ＤＥＡ 来计算 ＴＦＰ。
在此还需说明的是： 第一， 三阶段 ＤＥＡ 也将两种方法相结合， 但

是不同之处在于， 三阶段 ＤＥＡ 剔除的是无效率项中的外生环境影响，
而不考虑样本结构异质性问题； 第二， 剔除随机产出后， 投入产出样

本集的数据将更加具有一致性趋势， 进而前沿面上的样本很可能增

加， 前沿面将变得更为平滑， 这将明显增进分省样本偏少情况下的计

算精度。

（二） ＴＦＰ 核算方法介绍

设一个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计量模型Ｙｉ ＝ ｆ （Ｘ ｉ） ｅｘｐ （－Ｕｉ）， 其中， Ｙｉ

表示第 ｉ 个地区的实际产出 （其中 ｉ ＝ １， ２， …； ｔ ＝ １， ２， …， 下同）；
ｆ （Ｘ ｉ） 为生产前沿面函数， Ｘ ｉ 表示第 ｉ 个地区的投入； Ｕｉ 是第 ｉ 个地区的

生产无效率随机变量， 其服从零点截断型的非负正态分布， 即 ｕｉ ～ ｉｉｄＮ＋（μ，

σ２
ｕ）； Ｖｉ 为随机干扰项， 其服从正态分布。 设Ｙｉ为剔除样本异质性后的产出

水平， 则Ｙｉ ＝ ｆ（Ｘ ｉ）ｅｘｐ（－Ｕｉ）。 当我们估计出生产前沿面函数 ｆ （Ｘ ｉ） 和技术

效率 ｅｘｐ （－Ｕｉ） 后， 可通过Ｙｉ ＝Ｙｉ－ｆ（Ｘ ｉ） ｅｘｐ（－Ｕｉ） 计算得出剔除样本异质

性后的产出水平。
将上述加工后数据运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方法计算， 可得 ＴＦＰ 的

变动情况。 Ｃａｖｅｓ 等人 （１９８２） 首先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运用到生产分析之

上。 Ｆäｒｅ 等人 （ １９９２） 建立了用来考察两个相邻时期生产率变化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变化指数。 具体的计算是： 令 ｘ ｔ、 ｙ ｔ 分别代表 ｔ 时期的

输入、 输出向量， ｔ 为离散参数变量， 则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可以表

示为：

Ｍ（ｙｔ＋１，ｘｔ＋１，ｙｔ，ｘｔ）＝
Ｄｔ （ｘｔ＋１， ｙｔ＋１）
Ｄｔ （ｘｔ， ｙｔ）

×
Ｄｔ＋１ （ｘｔ＋１， ｙｔ＋１）
Ｄｔ＋１ （ｘｔ， ｙ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２

（１）

其中， Ｄｔ （ｘｔ， ｙｔ） 和 Ｄｔ （ｘｔ＋１， ｙｔ＋１） 分别表示在基于 ｔ 时期的技术基

准下， 受评估 ＤＭＵ （决策单元） 在 ｔ 时期和 ｔ＋１ 时期的有效性； Ｄｔ （ ｘｔ＋１，
ｙｔ＋１） 和 Ｄｔ＋１ （ｘｔ＋１， ｙｔ＋１） 分别表示在基于 ｔ＋１ 时期的技术基准下， 受评估

ＤＭＵ 在 ｔ 时期和 ｔ＋１ 时期的有效性。 若Ｍ （ｙｔ＋１， ｘｔ＋１， ｙｔ， ｘｔ）＞１， 则表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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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ＤＭＵ 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 若 Ｍ （ ｙｔ＋１， ｘｔ＋１， ｙｔ， ｘｔ） ＜１， 则表示受

评估 ＤＭＵ 的生产效率有所下降。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

动 （ＥＣ） 和技术变动 （ＴＣ） 两个部分：

Ｍ（ｙｔ＋１，ｘｔ＋１，ｙｔ，ｘｔ）＝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
Ｄｔ（ｘｔ，ｙｔ）
Ｄｔ＋１（ｘｔ，ｙ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２

（２）

其中，
Ｄ ｔ＋１ （ｘ ｔ＋１， ｙ ｔ＋１）

Ｄ ｔ （ｘ ｔ， ｙ ｔ）
为 ｔ 时期到 ｔ＋１ 时期的技术效率变动， 其主要

反映了受评估 ＤＭＵ 在生产行为方面的改善， 如管理水平的提高等；①

Ｄ ｔ （ｘ ｔ＋１， ｙ ｔ＋１）
Ｄ ｔ＋１ （ｘ ｔ＋１， ｙ ｔ＋１）

×
Ｄ ｔ （ｘ ｔ， ｙ ｔ）
Ｄ ｔ＋１ （ｘ ｔ， ｙ 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２

为 ｔ 时期到 ｔ＋１ 时期的技术变动， 其主

要反映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给生产过程带来的作用与影响。

（三） 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解

由于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是耦合性质的， 其无法进行存量的线性分解，
但是流量的线性分解在存量变化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近似线性分解

的。② 这种分解方法的思路实际上体现的是微分的思想。 设 Ｘ ｉｔ表示第 ｉ 种要

素在 ｔ 时期的投入， ｉ＝ １， ２， …， ｎ， ｆ （Ｘ ｉｔ） ｔ 表示 ｔ 时期采用 Ｘ ｉｔ作为投入的

产出 （ ｔ＝ １， ２， …）。 考虑如下微分式：

ｄｆ（Ｘｉｔ） ＝ ∑
ｎ

ｉ ＝ １
ｄｆＸｉ（Ｘｉｔ） ＋ ｄｆＴＦＰ（Ｘｉｔ） （３）

将式 （３） 扩展为由 ｔ 时期到 ｔ＋１ 时期的变动， 则经济增长可做如式

（４） 的近似分解：

ｆ （Ｘｉ， ｔ＋１） ｔ＋１ － ｆ （Ｘｉｔ） ｔ

ｆ（Ｘｉｔ）
≈∑

ｎ

ｉ ＝ １

ｆ （Ｘｉ， ｔ＋１） ｔ － ｆ （Ｘｉ， ｔ） ｔ

ｆ （Ｘｉ， ｔ） ｔ
＋
ＴＦＰｔ＋１ － ＴＦＰｔ

ＴＦＰｔ
（４）

由式 （４） 可导出各个要素和 ＴＦＰ 分别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 设

ＰＸｉ，ｔ＋１和 ＰＴＦＰ，ｔ＋１分别表示要素 Ｘ ｉ 和 ＴＦＰ 在 ｔ＋１ 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

①

②

综合技术效率 （ＥＣ） 变动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 （ ＰＥＣ） 和规模效率变动

（ＳＥＣ）， 其关系为： ＥＣ＝ＰＥＣ×ＳＥＣ。
在中国， 年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出水平变化虽然较大， 但一般不超过 １２％， 近似线性分

解是可行的。 只有在对个别极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进行分解时， 这种方法才会造成较大的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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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它们的百分比形式分别如式 （５） 和 （６） 所示：

ＰＸｉ， ｔ＋１ ＝
ｆ （Ｘｉ， ｔ＋１） ｔ － ｆ （Ｘｉ， ｔ） ｔ

ｆ （Ｘｉ， ｔ） ｔ

æ

è
ç

ö

ø
÷ ∑

ｎ

ｉ ＝ １

ｆ （Ｘｉ， ｔ＋１） ｔ － ｆ （Ｘｉ， ｔ） ｔ

ｆ （Ｘｉ， ｔ） ｔ
＋æ

è
ç

ＴＦＰｔ＋１ － ＴＦＰｔ

ＴＦＰｔ

ö

ø
÷ × １００ （５）

ＰＴＦＰ， ｔ＋１ ＝
ＴＦＰｔ＋１ － ＴＦＰｔ

ＴＦＰｔ

æ

è
ç

ö

ø
÷ ∑

ｎ

ｉ ＝ １

ｆ （Ｘｉ， ｔ＋１） ｔ － ｆ （Ｘｉ， ｔ） ｔ

ｆ （Ｘｉ， ｔ） ｔ
＋æ

è
ç

ＴＦＰｔ＋１ － ＴＦＰｔ

ＴＦＰｔ

ö

ø
÷ × １００ （６）

对于无法得到单独归类的余额部分所占比重， 我们可以计算如下：

εｔ＋１ ＝
ｆ （Ｘｉ， ｔ＋１） ｔ＋１ － ｆ （Ｘｉｔ） ｔ

ｆ（Ｘｉｔ）
－ ∑

ｎ

ｉ ＝ １

ｆ （Ｘｉ， ｔ＋１） ｔ － ｆ （Ｘｉ， ｔ） ｔ

ｆ （Ｘｉ， ｔ） ｔ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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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 经济增长率越高， 无法得到归因的耦合部分越大， 当

然，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要素和 ＴＦＰ 构成比重变化的影响。 需要指出

的是， 以往我们研究计算 ＴＦＰ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 都以 ＴＦＰ 变动率比

经济增长率来表示， 这事实上是将要素和 ＴＦＰ 耦合部分的贡献全部纳入

ＴＦＰ 的贡献之中， 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 往往会造成较

大的度量误差。 具体的误差变动规律较为复杂， 我们这里不再展开

讨论。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考察时段为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０ 年， 时间跨度涵括了改革开放至

今， 样本截面为中国 ２９ 个省级地区 （重庆与四川合并为一省） 。 由于

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 且其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极低， 不会明显

影响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 因此， 本文未予考虑； 由于物质资本计算

中需要较长的年限来平抑初始资本存量设置的误差， 而重庆的初始年

份数据距今较近， 因此， 为了保持数据的精确性， 本文将重庆和四川

合并计算。 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来表示产出， 投入包括物质

资本和劳动两项。 其中， 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按 ２０００ 年

不变价进行了平减处理； 物质资本采用张军 （ ２００４） 提供的方法计算

获得， 并同样按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进行了平减处理； 资本采用全社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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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数据。 以上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和 《新中国

６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 。

三　 实证结果与探讨

（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ＴＦＰ 变动

我们首先利用 ＳＦＡ 逐年剔除了样本异质性的影响。 计算过程中我们

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劳动与资本的弹性系数估计结果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 我们同时也计算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其结果除了资本与劳动项的系数显著外， 其余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
这说明同期内各省份的要素产出系数并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因而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展开估算是适宜的。 基于加工后的样本，
我们计算了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 跟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我们并没有采

用样本简单加权的整体效率变动结果， 而是采用 ＧＤＰ 加权计算的方法，
具体权数采用的是跨期的几何平均值。① 这是因为简单平均是针对各个

样本进行独立考察设计的， 主要用于评估个体的效率水平在总体样本中

的相对位置及其表现优劣， 而我们要计算的整体效率则必须考虑不同样

本的重要性差异， 如广东、 江苏、 山东等经济大省的效率变动将对整体

效率表现产生明显的影响， 如果其变动幅度与全国平均值之间的差异较

大， 那么简单平均计算将会令全国整体效率变动结果亦随之产生较大的

误差。
下面， 我们将加权计算得出的中国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０ 年分省 ＴＦＰ 及其构成

变动列于表 １ 之中， 为了展示加权计算的必要性， 我们同时还列出了简单

平均计算的 ＴＦＰ 变动结果。 出于直观形象的考虑， 我们依据表 １ 内容制作

了图 １。

① 如计算 １９７９ 年的加权效率变动， 我们将某个省份 １９７８ 年时 ＧＤＰ 占全国比重和 １９７９
年时 ＧＤＰ 占全国比重分别算出， 进而取这两者的几何均值作为该省效率的权重值，
这一取几何均值的思路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是一致的， 较之拉氏指数、 帕氏指数和以上

两指数简单平均处理可以更好地避免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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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 ＴＦＰ 及其构成的变动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类别
年份

几何加权计算结果

Δ 技术效率 Δ 技术进步 Δ 纯技术效率 Δ 规模效率 ΔＴＦＰ
简单平均

计算的 ΔＴＦＰ

１９７９ ５ ４０ －２ ３７ ０ ００ ５ ４０ ２ ９０ １ ８

１９８０ ３ ４７ －０ ５４ ０ ００ ３ ４７ ２ ９２ ２ ６

１９８１ ２ ８９ －１ ４７ ０ ００ ２ ８９ １ ３７ ０ ８

１９８２ －８ ２５ １８ ８４ －４ ５１ －３ ９３ ８ ８５ ４ ９

１９８３ ０ ４０ ２ ９７ －０ １７ ０ ５８ ３ ３５ ２ ９

１９８４ ０ ８７ ５ ３８ －０ ２６ １ １４ ６ ２９ ６ １

１９８５ －０ ４３ ３ ２５ －０ ２９ －０ １３ ２ ８０ １ ９

１９８６ －１ ２０ －０ ９２ －０ ６７ －０ ５３ －２ １２ －２ ５

１９８７ －２ ７７ ４ ８０ －１ ５１ －１ ２７ １ ８９ ０ ７

１９８８ －２ １６ ４ ４７ －１ ６０ －０ ５５ ２ ２２ ２ ２

１９８９ ０ ７８ －２ ８９ ０ ６５ ０ １４ －２ １３ －１ ６

１９９０ －９ ６８ １０ ６６ －６ ５４ －３ ２９ －０ ０５ －０ ８

１９９１ ４ ３９ －１ １７ ２ １０ ２ ３１ ３ １０ ３ １

１９９２ －２ １６ ９ ３１ －２ ５９ ０ ４９ ６ ９４ ６ ５

１９９３ ７ ８２ －２ ８７ ６ ９９ ０ ７８ ４ ６６ ４ ５

１９９４ １ ０９ １ ６４ －０ ２４ １ ３４ ２ ７０ ２

１９９５ １ ２３ －１ ０５ ０ ６９ ０ ５５ ０ １４ ０ ５

１９９６ ０ ７３ ０ ８５ ０ ２５ ０ ４９ １ ５４ １ ６

１９９７ ０ ７８ －０ ９６ ０ ４８ ０ ３１ －０ １９ ０

１９９８ ０ ６３ －０ ６５ ０ ３５ ０ ２８ －０ ０３ －０ １

１９９９ ０ ６７ －２ ８５ ０ ４７ ０ ２０ －２ １８ －１ ８

２０００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００ －０ １１ －０ ２０ －０ ６

２００１ －１ ６９ ２ ０８ －１ ４２ －０ ２８ ０ ３４ －０ ６

２００２ －１ ５２ １ ５４ －１ ６０ ０ ０９ －０ ０３ －０ ８

２００３ －１ １０ ０ ５６ －１ ２５ ０ １５ －０ ５６ －１ ３

２００４ －１ ５６ １ ４１ －１ ３１ －０ ２３ －０ １７ －０ ８

２００５ １ ２３ －２ ９６ １ ４７ －０ ２２ －１ ７７ －２ １

２００６ －０ １９ －０ ８８ ０ ２９ －０ ４８ －１ ０３ －１ ４

２００７ ２ ５８ －２ ５７ ２ ０９ ０ ４８ －０ ０４ －０ １

２００８ １ ８０ －４ ５９ １ ６４ ０ １５ －２ ８６ －２ ５

２００９ －９ ５５ ９ ００ －８ ６５ －０ ８８ －１ ４０ －４ １

２０１０ －０ ８０ －１ ９６ －０ ５７ －０ ２１ －２ ７５ －３ ２

几何平均 －０ ２７ １ ３３ －０ ５２ ０ ２７ １ ０４ －０ ２７

　 　 资料来源： 根据笔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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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 ＴＦＰ 及其构成的变动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０ 年）

由表 １ 和图 １ 的内容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直观认识。
第一， 虽然整体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ＴＦＰ 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贡

献， 但是， 一方面其数值水平相对于快速的经济增长而言明显过低， 积极

作用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其时间趋势上的变动较大， 阶段性特征明显， 尤

其是近九年其持续保持着负增长态势。 具体来看， 中国 ＴＦＰ 变动可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２ 年， 该阶段中由于改

革开放的骤起骤落， ＴＦＰ 变动也显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 其极差高达近

１１％， 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值， 但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效率改进是最为突出

的， 年平均达到了 ２ ７４％。 第二阶段为改革重启至经济软着陆的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 该阶段中， 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已经巩固确立， ＴＦＰ 变动的

波动性特征亦随之消失。 虽然该阶段 ＴＦＰ 变动整体上为正， 年平均改进

０ ６７％， 但已明显表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 第三阶段为国民经济由通缩转

向快速增长的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 该阶段中虽然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高位，
但 ＴＦＰ 变动却始终为负值， 年平均退步 １ ３２％， 且表现出了一定的逐年

恶化趋势。
第二， 从构成来看， 技术进步是中国 ＴＦＰ 改进的最主要来源， 其年均

进步速度达到 １ ３３％， 要高于 ＴＦＰ 的表现。 规模效率提高对中国 ＴＦＰ 改进

也具有正向的影响， 其年均进步速度相对较慢， 为 ０ ２７％。 纯技术效率对

中国 ＴＦＰ 改进具有负向影响， 其年均退步速度为 ０ ２７％。 综上所述， 中国

经济发展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技术前沿的推进难以完全转化成 ＴＦＰ 的改

进， 这意味着技术创新缺乏向全社会快速有效传播的渠道， 技术引进难以

被充分地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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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比较加权平均计算和简单平均计算的 ＴＦＰ 变动结果， 可以发现

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是前者的水平值接近后者的两倍； 二是前者

的波动性要明显小于后者， 经计算， 前者的变异系数仅为后者的一半多。①

这说明， 很多研究以简单平均值来核算整体 ＴＦＰ 变动情况是不妥当的， 其

中有着近一倍的测算误差。 即使排除研究数据与方法上的差异， 基于中心

极限定理和大数定律， 我们也可推测出不同研究方案下的结果差异依然不

会得到明显缩小。

（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根据前述方法， 我们计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 劳动力和 ＴＦＰ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具体结果列于表 ２ 之中。 此外我们还制作了资本、
劳动和 ＴＦＰ 绝对值变动和对经济增长贡献值变动的趋势图， 如图 ２、 图 ３ 所

示， 以期直观展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过程。

表 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经济增长的构成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年份
资本

贡献值
劳动

贡献值
ＴＦＰ

贡献值
资本

贡献率
劳动

贡献率
ＴＦＰ

贡献率
耦合部分

占比

１９７９ ３ ２１ １ １３ ２ ９０ ３８ ９２ １３ ６９ ３５ ２０ １２ １９

１９８０ ２ ８６ １ ９５ ２ ９２ ３２ ０８ ２１ ８５ ３２ ６５ １３ ４１

１９８１ ２ ７０ １ ８４ １ ３７ ４５ ５５ ３１ ０５ ２３ １２ ０ ２７

１９８２ ４ ０７ １ ８７ ８ ８５ ４１ ８１ １９ １７ ９０ ８８ －５１ ８６

１９８３ ５ ２４ １ ８６ ３ ３５ ４８ ０５ １７ ０３ ３０ ７７ ４ １５

１９８４ ７ ４３ ０ ８０ ６ ２９ ４８ ９２ ５ ２７ ４１ ４５ ４ ３５

１９８５ ９ ６１ １ ０４ ２ ８０ ７２ ０８ ７ ８２ ２１ ０２ －０ ９１

１９８６ ９ ７８ ０ ９１ －２ １２ １３１ ８１ １２ ２７ －２８ ５２ －１５ ５５

１９８７ ９ ６２ ０ ９０ １ ８９ ８５ ５４ ８ ０４ １６ ８４ －１０ ４１

１９８８ ９ １５ ０ ８８ ２ ２２ ７９ ３４ ７ ５９ １９ ２３ －６ １６

１９８９ ６ ０５ ０ ５４ －２ １３ １４８ ２６ １３ ３４ －５２ ２１ －９ ３９

１９９０ ５ ６９ １ ５７ －０ ０５ １０３ ４１ ２８ ５４ －０ ９１ －３１ ０４

１９９１ ６ ４１ ０ ４８ ３ １０ ６７ ２５ ５ ０７ ３２ ５０ －４ ８２

１９９２ ８ ３４ ０ ６９ ６ ９４ ５３ ５５ ４ ４４ ４４ ６２ －２ ６１

１９９３ １０ ７３ ０ ５３ ４ ６６ ６５ １９ ３ ２２ ２８ ３２ ３ ２６

续表

① 加权平均计算下， 历年 ＴＦＰ 变动的变异系数为 ２ ６４７； 简单平均计算下， 历年 ＴＦＰ 变动的

变异系数为 ４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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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资本

贡献值
劳动

贡献值
ＴＦＰ

贡献值
资本

贡献率
劳动

贡献率
ＴＦＰ

贡献率
耦合部分

占比

１９９４ １１ ５８ ０ ７４ ２ ７０ ７８ ８５ ５ ０６ １８ ４１ －２ ３２

１９９５ １２ １１ ０ ５１ ０ １４ ９３ ９９ ３ ９８ １ ０８ ０ ９６

１９９６ １１ ２７ ０ ２５ １ ５４ ９５ ５２ ２ ０８ １３ ０４ －１０ ６４

１９９７ １０ ８０ ０ ４３ －０ １９ ９８ １４ ３ ８７ －１ ７６ －０ ２４

１９９８ １１ １８ －０ ６７ －０ ０３ １１５ ６４ －６ ９３ －０ ２８ －８ ４４

１９９９ １０ ５６ ０ ０３ －２ １８ １２０ １１ ０ ３８ －２４ ７７ ４ ２８

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６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１０５ ４８ ２ ３４ －２ １１ －５ ７１

２００１ １０ ４４ ０ ０３ ０ ３４ １０８ ５４ ０ ２８ ３ ４９ －１２ ３２

２００２ １１ １７ ０ ２５ －０ ０３ １０３ ０６ ２ ３１ －０ ２４ －５ １３

２００３ １３ ２３ ０ ３３ －０ ５６ １０８ ０８ ２ ６７ －４ ５５ －６ ２０

２００４ １４ ４６ ０ ３８ －０ １７ １０６ １５ ２ ７８ －１ ２７ －７ ６６

２００５ １６ ００ ０ ４１ －１ ７７ １２０ ３８ ３ ０８ －１３ ２８ －１０ １７

２００６ １５ ２２ ０ ３９ －１ ０３ １０９ ６９ ２ ７９ －７ ４１ －５ ０７

２００７ １５ ８２ ０ ２６ －０ ０４ １０８ ３１ １ ７８ －０ ２９ －９ ７９

２００８ １５ ９４ ０ ２６ －２ ８６ １３２ ７７ ２ １７ －２３ ８５ －１１ 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７ ５２ ０ ３２ －１ ４０ １４９ ７２ ２ ６９ －１１ ９７ －４０ ４４

２０１０ １８ ９４ ０ ３０ －２ ７５ １４４ ０３ ２ ２６ －２０ ９２ －２５ ３７

平均 １０ １５ ０ ６７ １ ０４ ９２ ５１ ７ ２５ ８ ０７ －７ ８３

　 　 注： 贡献值为对经济增长的绝对贡献， 贡献率为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 耦合部分占比为无法

单独归于要素投入和 ＴＦＰ 的共同作用部分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 贡献值部分的平均值为几何平均

值， 贡献率部分的平均值为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 根据笔者计算整理。

图 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资本、 劳动和 ＴＦＰ 的变动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０ 年）



８６　　　　 政治经济学研究 （２０１３ 卷　 总第 １４ 卷）

图 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资本、 劳动和 ＴＦＰ 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值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０ 年）

由表 ２、 图 ２ 和图 ３ 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 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 改革开放 ３３ 年来，

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９２ ５１％， 占要素与 ＴＦＰ 能够独立解释

部分的九成。 贡献值数据显示， 考察期间仅依靠投资拉动， 中国经济便可

实现 １０％以上的高速增长。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突出外， 投资拉动

作用还具有长期中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特征， 尤其是近十年其持续上升趋势

非常明显， 以贡献值来看， 平均每年都要提高近 １％。 图 ２ 显示， 自 １９９３ 年

以来， 资本投入增速长期明显高于 ＧＤＰ 增速。 目前来看， 这一高投入的趋

势尚有一段时期的持续能力， 但是随着能源、 矿产等要素价格的提高， 投

资拉动的持续性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二， 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 这一方面是缘于人口更

新换代速度的客观制约， 使其无法在投入量上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缘于长

期过剩的劳动力供给抑制了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 也即要素价格———工资

的上涨。 同样， 由于人口更新换代速度的客观制约，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未出现较大的绝对值波动。 排除 １９９８ 年前后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外

在就业冲击， 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的贡献水平具有缓慢下降的总体趋势。 这

主要是缘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耗， 与此同时， 受结构转型滞后的困扰， 劳

动力市场并未对此做出足够积极的回应， 最明显的事例便是愈演愈烈的

“民工荒” 现象。
第三， ＴＦＰ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略高于劳动投入， 但绝对水平仍较

低。 随着 ＴＦＰ 进步的逐年下降， ２００２ 年之后， ＴＦＰ 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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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值逐渐拉大。 目前来看， 中国 ＴＦＰ 停滞所导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态

势已愈发令人担忧。 此外， 我们由图 ２ 可以发现， 中国的 ＴＦＰ 变动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同步变化关系非常明显， 这表明从整体来看， ＴＦＰ 是决定经济增

长的一项重要因素。
第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可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５ 年， 在此阶段改革与治理 “文化大革命” 之后国民经济的创

伤一道展开， 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和 ＴＦＰ 进步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为平

衡的贡献， 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三驾马车各显其能的态势。 第

二阶段为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７ 年， 此阶段正值改革开放由徘徊的多事之秋到重启

之后第一轮经济增长热潮结束， 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剧烈起伏， 资本投

入和 ＴＦＰ 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波动， 但在波动过程中， 资本投入逐渐拉开

了与 ＴＦＰ 之间的距离， 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来源， 此时中国经济增

长的动力表现为以资本投入为主的一正二副式格局。 第三阶段为 １９９８ 年

至今， 此间中国经济经历了软着陆和重启改革后第二轮经济增长热潮， 政

府宏观调控手段和对经济干预的力度逐渐增强， 资本积累率也随之进一步

提高， 但是经济转型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 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
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资本投入与 ＴＦＰ 反向角力的态势， 劳动

投入的作用逐渐趋于中性。① 虽然目前来看， 粗放的高投入式增长暂时抵

御住了效率维度缺失的制约， 但是这一反向角力态势的逐渐强化将可能随

着资源约束的触顶而引发剧烈的增长危机。 应当说， 中国表面上仍维持着

的经济快速增长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 中国要想在未来成功跨越 “中等收

入陷阱”， 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

的转变。

（三）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成因的探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明显特征， 即投资拉动

作用持续保持很高的水平； 效率驱动的作用逐渐弱化， 直至走到经济

增长的对立面。 下面， 我们将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动力转换成因的

探讨。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迅速的恢复与增长，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掌控为实现贫穷状态下的高积累创

① 资本投入和 ＴＦＰ 的贡献围绕着 ８％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呈对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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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制度条件， 从而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跨越了贫困陷阱， 走上了持续增

长道路。 在此我们需要提到的两点是， 农村改革的率先实行， 不仅夯实了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同时也保证了高积累状态下群众基本生存资料的满

足； 当物质极度匮乏时， 平均主义大锅饭能够尽最大可能释放生计水平以

上的收入转为积累。 以上两点是保证改革开放之初 “低收入、 高积累” 能

够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所猛烈激发出

来的生产积极性， 对外开放所引进的先进技术， 是改革开放初期 ＴＦＰ 增长

的两个重要原因。
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处于激烈的争论

之中， 改革过程表现为时进时退的态势， 而这与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有着

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 缺乏经验与制度的银行体系在竞相发展的年代中超

发了大量的投资资金， 引发了改革期间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
旧有计划体制根深蒂固的城市经济、 工业厂矿面临的改革任务相当艰巨，
“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 成了当时形象的写照， 时放时收之间所带来的企业

经营绩效变化也引致了 ＴＦＰ 的剧烈波动。
１９９２ 年改革新启之后， 被压抑已久的国民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 同样

由于缺乏经验与制度的银行体系， 造成了不久之后的改革期间第二次严重

通货膨胀。 这一次通货膨胀开始后， 投资与 ＴＦＰ 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逐渐

显现出来。 一方面， 以较低的管制配给价格获得贷款之后， 资金使用者缺

乏有效利用资金的足够动力， 其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率往往也会相应降低；
另一方面， 通货膨胀往往与资产泡沫接踵而至， 过多的资金造成了资产价

格的上涨， 而资产泡沫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等缺乏创新产业的虚幻增长，
如在此期间曾爆发了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 更为重要的是， 当市场充斥

资金的时候， 意味着积累率在提高， 消费率在下降， 这时候将资金用于生

产消费品势必面临缺乏国内市场的问题。 对此， 一方面， 消费品生产者利

用人口红利提供的价格优势开拓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 资金更多地运用于

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 面对产能的持续扩大和国内消费力的持续

降低， 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消费则变得十分乏力。 当国

外市场仍未饱和、 劳动力价格持续低廉时， 低效率的生产模式便难以在强

有力的竞争压力下得到转变。
１９９７ 年的经济 “软着陆” 和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国走向凯恩斯主义的

宏观调控道路。 在经济过热实现 “软着陆” 之后， 由于社会投资乏力和经

济停滞的连带风险增大， 政府利用不断增长的财政实力直接参与扩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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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持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持续重要贡献。① 由于政府职能的限制和在公

共品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 这一时期的财政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方面间接扩大了社会产能， 另一方面扩大了低生产效率行业占国民经

济的比重。 与此同时， 人民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 过剩的产能促使出口经

济模式被再度强化。
２００３ 年， 国民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状态之后， 货币政策被重新拾起，

并开始进入了一轮近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周期。 在此期间， 除税收快速增

长带动下的财政性投资继续保持了通货紧缩时期的水平外， 资本价格管制

下的低融资成本和地方政府 “增长饥渴症” 驱使下的融资平台建设， 推

动此前一轮通货膨胀下的情景得以再度重现： 对铁路、 公路、 基础设施等

生产建设的狂热投入， 进而带动了生产资料行业的快速扩张； 房地产出现

投机泡沫与建设高潮。 在此阶段， 国有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拥有诸多

或明或暗的政策性保护得到快速的成长， 但由于缺乏竞争， 这些国有垄断

企业没有提高效率的足够动力，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铺张浪费十分严重， 并

且其在诸多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挤压也使得可能的效率改善无法得以实现。
居民收入水平依旧难以跑赢 ＧＤＰ， 这一方面促使资金脱离实体经济领域

转向房地产、 艺术品的炒作， 另一方面使得过剩产能的产出依然要依靠国

外市场来解决。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 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强大能力，
令社会投资率总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不至于因社会投资意愿的缺乏而陷

入低谷； 第二， 政府将大量税收收入用于投资而不是转移支付， 这在造成

高投资率的同时， 还挤压了居民收入； 第三， 居民收入的相对持续下降和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降低了社会消费能力， 资本投入只能投向基础设施和

大宗生产资料的生产， 但这些缺乏创新的产能部分的扩大将会拉低全社会

的经济效率表现； 第四， 人口红利除降低了居民收入水平外， 还降低了劳

动投入价格， 国外市场未饱和时， 这一成本优势使得缺乏创新的简单劳动

密集型行业得以长期存在。

① 当时大范围的下岗失业、 流动人口的大幅增加均是社会稳定的隐患， 一旦经济增长无法持

续， 恶化的经济状况将有可能引致社会动荡。 在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撑下， 政府也难以通过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措施来应对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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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建议

以资本拉入为主要动力来源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不可持续的挑战，
这一挑战不仅来自现实中有限资源的约束， 而且还来自经济结构转换的紧

迫性。 近来的经济情形表明： 国外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 过度的投资及由

此带来的产能过程难以被再度消化， 单纯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已难以

为继； 长期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及限定低廉的资金使用价格， 将不可避免地

带来资产泡沫化、 通货膨胀高企等现象； 即使经济紊乱的情况能够得到控

制， 这也将给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尤其是会降低经济体系的效

率表现。 对此，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政府应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和相应的金融体系改革， 将资金

的机会成本充分反映到资金价格中去， 从而在根本上抑制低效率的粗放型投

资，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 政府还应积极推进金融市场主体的多

元化， 打破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率资金配给状况， 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
第二， 政府需要有选择、 有计划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增加

劳动收入的 ＧＤＰ 占比， 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增进居民福利， 进而带动国内

消费需求的提高， 引领经济发展由不断积累、 扩大再生产， 转移到供需平

衡的发展轨道上来。
第三， 政府应抑制过度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将相应的

资金疏导到具有创新性和成长前景的新兴产业中去， 从而降低技术进步缓

慢的传统产业的比重， 改善产业结构。
第四， 政府应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转化， 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将

自身由兼职的运动员打造成专业的裁判员。 当下还需注意的是， 中央政府

应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降低地方财政风险， 维护经济的稳定运行。
第五， 政府还应改进国有经济管理体制， 有意识地促进国有企业参与

市场竞争， 实质性放开某些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准入， 以期通过共同的、
较充分的竞争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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